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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思潮下的
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效果分析

李俊江 焦国伟 黄浩政

［摘 要］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众多国家采取措施重振经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实施了程度不一的
“制造业回归”政策。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思潮下，“制造业回归”政策一方面使欧美发达国家在
实施该政策前后经济发展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又使该政策的实施国与未出台相应政策的国家产生

了差异。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的效果发现: 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制
造业尚未恢复至金融危机前水平，虽然该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不稳定，但其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

展和出口的增长; 同时，成本寻求型企业也同样享有政策红利，技术水平高的行业复苏较快; 此

外，“制造业回归”政策对促进总就业效果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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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涌现。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以价值链为主导的
全球化并没有消除国家间的发展失衡，使人们反思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将其归罪于过度的全球

化。逆全球化思潮使发达国家收缩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布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主张并签发的多项
保护主义政策与宣称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以及英国脱欧等，被视为逆全

球化力量的集中展示。全球化进程受挫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此过程中，逆全球化思潮集中体现在
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实施的 “制造业回归”政策。2008 年金融危机后众多国家采取措施重振经济，
除了美国明确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英国与欧盟主要国家均提出了产业结构层面的政策和促
进措施。因此，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普遍施行了程度不一的 “制造业回归”政策。这
些政策已经实施 8 年有余，其效果如何? 是否使欧美发达国家实现了 “制造业回归”的政策预
期? 是否真正逆转了全球化趋势? 本文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思潮的发展过程入手，利用 DID 模
型实证分析欧美发达国家 “制造业回归”政策的效果并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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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化浪潮中的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历史变迁

真正的全球化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此前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还不是全球范围的流动，没
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体系。20 世纪 90 年代后，全球化逐渐将非市场经济国家纳入其中，跨
国公司充当先锋和纽带作用，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被广泛应用，各国以互联网为工具和实现途径

将世界联结成统一市场，并形成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生产网络。从 KOF 全球化指数可以看出
( 见图 1) ，全球化使世界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欧美发达国家全球化程度持续加深，亚洲
非洲等国不断参与全球化进程。［1］

数据来源: KOF Swiss Economic Institute．

图 1 2012 年 KOF全球化指数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制造业的国际接续转移成为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力量。二战
后全球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转移进程: 第一次制造业转移发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开始将钢铁、纺织等传统制造业陆续向日本、西德等战败国家转移; 第二次转移发生
于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日本、西德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了轻工、纺织等劳
动密集型制造业; 第三次则发生在 80 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 “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
化国家和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型产业向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大陆转移。［2］

制造业国际接续转移的过程即为欧美发达国家不断地 “去工业化”的过程。随着布雷顿森
林体系的崩溃以及苏联、日本、西德等国家的竞争，美国制造业领先的地位逐渐受到了威胁。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走向“去工业化”时代，传统装备制造业的霸主地位减弱。美国国内生产成
本不断提高，而国外生产成本的巨大优势，使其逐步将制造环节转移至 “亚洲四小龙”，研究开
发环节和营销环节仍留在国内，以此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制造环节外移直接影响了就业水平，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劳动就业总人数的比重降至 25%。同时，德国、日本和韩国制造业迅速
发展起来并在机床、汽车等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生产超过美国，如日本汽车的产量在 1983 年首次
超过美国，美国在传统装备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开始减弱。21 世纪初，美国本土制造业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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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外流，“产业空心化”态势逐渐严重。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美国已
然形成了过度依赖金融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的增长模式。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
提出“重塑实体经济，制造业回归”政策，其他欧美发达国家紧随其后出台了相应的 “制造业
回归”政策 ( 如表 1 所示) 。［3］

三、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的效果

由表 1 可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均出台了加强本国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美国和德
国强化制造业、促进制造业回归的政策更为密集，涉猎广泛。英国和日本次之，外在表现为促使
制造业高端部分回本国发展。实际上，由于金融危机后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各国为保持自身在新
兴产业和技术创新上的优势，强化制造业的整合能力，均采取了号召海外制造业企业回国发展的

应急之策，并期待着缓解就业压力。2008 至 2017 年，虽然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各国在
全球创新和生产网络的发展下逐渐从金融危机中恢复，但迫于竞争压力和自身利益的考虑，逆全

球化思潮涌动，欧美等国借助 “制造业回归”政策进一步收缩全球产业布局。美国总统特朗普
甚至以此为核心推出了众多经济保护措施，美联储停止了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逆全球化思

潮更加明朗，制造业持续保持回归态势。然而，逆全球化的 “制造业回归”政策效果如何? 本
部分先对重点指标进行考察。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 2 主要发达国家历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情况

(一) 多数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尚未恢复至金融危机前水平

如图 2 所示，除德国和英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均未达到金融危机前水平。英国
制造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弱，虽然在 2013 年超过金融危机前的 2007 年水平，但总体呈下降态
势，并于 2015 年再一次降至相当于金融危机时的低点。受 “制造业回归”政策的刺激，美国制
造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在金融危机后快速反弹，在 2011 年达到反弹高点，随后继续维持缓慢下
降趋势。法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在金融危机前持续下降，金融危机后出台的政策减缓了其下降的
趋势。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居欧美发达国家之首，虽然在金融危机时大幅度下降，但度过危机
后迅速恢复，重新回到金融危机前水平，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在 1997 至 2015 年间制造业增加值占
比没有下降的国家。西班牙在金融危机后始终处于反弹阶段，但仍然未达到金融危机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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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政策一览表

实现路径
主要发达国家采取的政策措施

美国 德国 英国 日本 欧盟及其成员国

回归制

造业

“国家出口计划”
中加大对制造业

的 投 资 力 度;

2010 年 8 月签署
《美国制造业促
进法 案》; 2011
年 1 月，推出“先
进制造合作伙伴

( AMP ) ”计 划;
2012 年 2 月签署
《先进制造业国
家战略计划》。

2009 年“启动新
一轮工业化进

程”; 2010 年 7
月发布《2020 高
科技战略》; 2013
年，德国政府发

布《实施“工业
4． 0”战略建议
书》。

在 2009 年发布
的“制造业新战
略”中提出制造
业 五 大 竞 争

策略。

2011 年发布《制
造基础白皮书》，
决心提升制造业

的竞争力。

2010 年 3 月法国
宣布实施工业振

兴计划，将工业

作为国家发展的

核心; 法国成立

“全国工业协商
会议”; 成立 11
大行 业 战 略 委

员会。

扶持以

先进制

造技术

为核心

的战略

性新兴

产业

2008 年“综合性
能源计划”，支
持清洁汽车技术

研发推广; 2009
年 2 月出台《美
国复苏和再投资

法案》，投资 500
亿美元扩大可再

生能源的生产。

《2020 高科技战
略》; 《信息与通
信技术 2020 创
新研究计划》。

《低碳产业战略
远景》; 《英国低
碳转型计划》中
增加新能源项目

的投入，开发智

能电网。

《低碳社会行动
计划》; “制造技
术国家战略展

望”; 《制造基础
白皮书》。

欧盟制定了应对

能源与气候变化

的一揽子政策;

“刺激经济计划
书”中提出开发
高速数字网络系

统; 法国 “数字
国家”战略; 提
出生命科学与生

物工 程 产 业 研

究等。

积极解

决资源

与环境

问题

2009 年通过《美
国清洁能源安全

法案》，要求减
少 石 化 能 源

使用。

2010 年德国制定
《能源纲要》，计
划 2050 年新能
源发电量占总发

电量 80%。

《英国低碳转型
计划》中将支持
制造业领域 400
万英镑; 《英国
低碳工业战略》。

2008 年通过《低
碳社会行动计

划》将发展低碳
经济作为重点;

2009 年公布《绿
色经济与社会问

题》，发展绿色
经济。

2008 年《欧盟经
济复苏计划》宣
布在 2013 年之
前投资 1 050 亿
欧元发展绿色经

济; “欧盟 2020
战略”中培育绿
色产业领域的技

术优势。

加大研

发和教

育培训

投入

《美国复苏和再
投资法案》增加
的经费投入主要

用 于 研 究 和

开发。

《创 新 国 家》;
《英国低碳转型
计划》拨款支持
绿色创新。

《创新 25 战略》
提出 “技术 革
新 战 略 路 线

图 ”; 提出 “产
业集 群 计 划”，
促进产官学人力

资 本 网 络 的

形成。

“欧 盟 2020 战
略”提出了“创
新型 联 盟”计
划; 法国 “新产
业政策”划拨 2
亿元 用 于 增 加

就业。

资料来源: 根据文献和网络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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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制造业在金融危机后快速反弹，随后加速下降，于 2014 年跌穿金融危机的水平，创历史低
位。日本制造业在金融危机时期表现平稳，政策效果不明显。
(二) 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出口取得积极效果

在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实施 “制造业回归”政策后，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逐渐上
升，英国尤其显著 ( 见图 3 ) 。2009 年至今，英国的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稳步上升，
2015 年更是达到近十年最高水平。其次是美国，2011 年其制造业出口额高达 14 804 亿美元，相
比金融危机时的 2009 年增加了 40． 2%，同时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制造业出口水平。美国服务贸
易出口同样表现突出，2011 年服务贸易出口额创历史新高，达 5 808 亿美元，相比金融危机时提
高了18． 4%。这得益于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该计划也是美国 “制造业回归”的配套核心政
策之一。［4］虽然 2012 至 2015 年美国制造业出口增速放缓，但是 “制造业回归”政策仍然促使制
造业出口效果显著。德国、法国、希腊和西班牙在金融危机后制造业出口均取得显著成效，除希
腊外，基本都恢复或超过金融危机前水平。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 / /data． worldbank． org。

图 3 主要发达国家 2005—2015 年制造业出口占比趋势图

(三) 欧美发达国家就业机会增加

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发达国家失业率普遍大幅上升。失业问题在美英两国表现得最为严
重，2010 年，美国失业率高达 9． 7%，创下自 1983 年以来 27 年的新高; 2009—2012 年，英美两
国的失业率都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①。欧美发达国家普遍认为，“制造业回归”政策为解决就业
难题提供了可行方案，这是由于制造业有着规模庞大、创造的就业岗位多和发展潜力巨大等得天
独厚的优势。［5］金融危机后美国劳工局预测: 到 2018 年美国制造业新增 220 万个就业岗位。同
时，美国制造业每生产 1 美元产品能创造出 1． 37 美元的额外产出，这一数值高于任何其他经济
部门。因此，重振制造业成为欧美各主要发达国家走出金融危机困境，实现促增长、促就业的现
实选择。从就业市场来看，以美国为例，1998—2010 年，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一直处于下降
趋势，大约减少 35% ; 而实施“制造业回归”政策后，2010 年起，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开始增
加，2011 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 48． 9 万人，增长率达 4． 3% ; 2012—2015 年制造业就业人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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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步增加的过程中 ( 见表 2) ，制造业净增加就业岗位数居欧美发达国家之首。美国的 “制造
业回归”政策中，促进本土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此，金融危机后美国重振
制造业的同时也促进了就业的增长。

表 2 2008—2015 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及增长率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就业人数( 千人) 12110 13474 13847 14336 14686 14869 15100 15338
增长率 — － 11． 3% － 2． 76% 4． 3% 2． 45% 1． 24% 1． 55% 1． 57%
资料来源: 美国劳工部网站，https: / /www． bls． gov。

(四) 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普遍下降

牛津经济研究院数据显示 ( 见图 4) ，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瑞典、英国 2016 年制造业单
位劳动力成本相比 2012 年有一定的降幅，其中，澳大利亚、德国、瑞典 2016 年制造业单位劳动
力成本仍显著高于 2003 年水平，日本和英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处于考察期低位。以美国为
参照，2016 年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的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显著低于美国，其余各发达国家均
高于美国，依次为英国、瑞典、德国和澳大利亚，瑞典和德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近
2 倍，而澳大利亚已经超过美国的 2 倍。欧美各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在政策的作
用下普遍下降。［6］

数据来源: 牛津经济研究院 ( Oxford Economics) 。

图 4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比较

四、逆全球化思潮下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效果的实证分析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众多国家采取措施重振经济，除了美国明确提出 “制造业回归”战略，
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典和日本等国均提出了产业结构层面的政策和措施，普遍进行了
程度不一的“制造业回归”。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强化了 “制造业回归”政策，不仅包括高端
制造业，还要使低端制造业全面回归美国本土。从全球角度看，“制造业回归”政策一方面使欧
美发达国家在实施该政策前后经济发展发生了变化; 另一方面又使该政策的实施国与未出台相应

政策的国家产生了差异。通过运用双重变化与差异所建立的计量模型可以有效消除其他共时性政
策的影响。因此，我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 (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DID) 评估欧美发达国家
“制造业回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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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据描述与变量选择

本文选择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瑞典和日本 7 个国家作为试验组，选择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尚未出台明确的 “制造业回归”政策的其他国家作为控制组，依据世界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初步确定加拿大、墨西哥、中国与欧盟中无任何 “制造业回归”政策的 39
个国家作为控制组。采用的变量指标如下: 制造业增加值 ( mav) 、服务业增加值 ( sav) 、制造
业出口 ( mex) 、制造业就业 ( mem) 、人均收入 ( ipc) 、外国直接投资 ( fdi) 、研发支出 ( rd) 、
专利申请量 ( pa) 、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 cde) 9 个指标。
将试验组的变量和控制组的变量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通过双重差分，消除其他因素的干扰，

比较“制造业回归”政策实施前后试验组与试验组的差异，控制组与控制组的差异，以及试验
组与控制组的差异，考察“制造业回归”政策的效果。由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在选取的变量之外
仍有很大差异，为了保证模型构建与检验结果的合理性，采用马氏距离匹配法 ( Mahalanobis
Distance Matching Method) 进一步优选控制组国家，尽可能地缩减“制造业回归”政策以外的其
他因素干扰。［7］

(二) 数据匹配和检验结果

设定 i∈ { dit = 1} ，j∈ { djt = 0} ，其中 i为试验组，j为控制组，d为虚拟变量。设定 Dij为

i与 j之间的马氏距离，其定义如下:

Dij = ( Zi － Zj )
TV－1 ( Zi － Zj )

T ( 1)

其中，Zi 表示试验组的匹配变量的向量，Zj 表示控制组的匹配变量的向量，V 为匹配变量的协方
差矩阵。如果 Dij 满足如下条件:

Dij = min ( Zi － Zj )
TV－1 ( Zi － Zj )

T ( 2)

则马氏距离匹配的最优值是 j。选取 2007 年和 2009 年的数据进行匹配，结果见表 3。2007 年数
据的匹配结果不好，2009 年匹配结果通过检验。2009 年同时也是欧美发达国家实施 “制造业回
归”政策最多的一年，因此以该年作为各国 “制造业回归”政策的实施年。经过马氏距离匹配
后的试验组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典和日本 7 个国家; 控制组为意大利、荷
兰、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泰国和土耳其 11 个国家。

表 3 马氏匹配检验

匹配前 匹配后

试验组( 7) 控制组( 39) t检验 试验组( 7) 控制组( 11) t检验
制造业增加值 5． 56875E + 11 1． 28636E + 11 2． 422＊＊ 5． 56875E + 11 3． 8E + 11 － 0． 0760

服务业增加值 3． 15202E + 12 3． 41943E + 11 2． 198* 3． 15202E + 12 8． 95E + 11 － 0． 960

制造业出口 4． 30421E + 11 1． 08926E + 11 3． 104＊＊ 4． 30421E + 11 2． 49E + 11 － 0． 814

就业人员 22． 85428538 25． 96641029 2． 475＊＊ 22． 85428538 23． 54364 0． 0968

人均收入 34630． 47968 19799． 1907 2． 456＊＊ 34630． 47968 18586． 79 － 1． 344
外国直接投资 39721436153 17691147103 2． 254* 39721436153 3． 67E + 10 0． 377

研发支出 1． 15861E + 11 8434751574 2． 149* 1． 15861E + 11 2． 27E + 10 － 1． 460

专利申请量 86279 11036． 25641 2． 865＊＊ 86279 37239． 36 － 0． 589

制造业碳排放量 12． 70647859 14． 44212678 3． 302＊＊ 12． 70647859 16． 45699 1． 32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下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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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本计量模型设定

首先，设定“制造业增加值 ( mavit ) ”为被解释变量 ( i 代表各个国家，t 代表时间) ; 设
定“变量组 ( treatedit ) ”为试验组或控制组，treatedit = 1 表示该国是试验组，treatedit = 0 表示
该国是控制组。设定变量“制造业回归时间 ( timeit ) ”反映 “制造业回归”实施的进程，取值
为 1 代表“制造业回归”实施后，取值为 0 代表 “制造业回归”实施前。其次，为了检验 “制
造业回归”的政策效果，设立 “变量组 ( treatedit ) ”和 “制造业回归时间 ( timeit ) ”的 “交
叉项 ( mapit ) ”。该交叉项衡量“制造业回归”政策对试验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的影响，其取
值情况是: 当两个变量 “变量组 ( treatedit ) ”和 “制造业回归时间 ( timeit ) ”同时取 1 时，
mapit = 1 ，其他情况时 mapit = 0 。最后，引入 8 个控制变量: 分别是服务业增加值 ( sav) 、制
造业出口 ( mex ) 、制造业就业 ( mem ) 、人均收入 ( ipc ) 、外国直接投资 ( fdi ) 、研发支出
( rd) 、专利申请量 ( pa) 、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 cde) 。［8］

我们将样本划分为 4 组: 即 “制造业回归”实施前的试验组 ( treatedit = 1 ，timeit = 0 ) 、
“制造业回归”实施后的试验组 ( treatedit = 1 ，timeit = 1) 、 “制造业回归”实施前的控制组
( treatedit = 0，timeit = 0) 、“制造业回归”实施后的控制组 ( treatedit = 0 ，timeit = 1 ) 。
则初始的双重差分模型为:

mavit = β0 + β1 treatedit + β2 timeit + β3 mapit + εit ( 3)

其中，β1 控制着两组之间的差异，β2 考察时间对两组的共同影响，β3 表示“制造业回归”政策的
效果。
具体地，对于控制组，即 treatedit = 0 ，由 ( 3) 式可得，“制造业回归”政策实施前后的制

造业增加值分别记为，

mavit = β0 当timeit = 0 制造业回归政策实施前

β0 + β2 当timeit = 1{
制造业回归政策实施后

( 4)

因此，在“制造业回归”政策实施前后，控制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的变化为 β2 。而对于试
验组，即 treatedit = 1 ，由 ( 3) 式可得，“制造业回归”实施前后的制造业增加值分别记为，

mavit = β0 + β1 当timeit = 0 制造业回归政策实施前

β0 + β1 + β2 + β3 当timeit = 1{
制造业回归政策实施后

( 5)

可见，在“制造业回归”政策实施前后，试验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的变化为 β2 + β3 。因此，
“制造业回归”政策实施的 “净影响”为 β2 + β3 － β2 = β3 ，即交叉项 mapit 的系数 β3 。如果
“制造业回归”政策实施对制造业增加值具有正向的影响，那么 β3 的符号为正; 反之则为负。
同时考虑到影响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的其他因素，本文在方程 ( 3) 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控制

变量: 服务业增加值 ( sav) 、制造业出口 ( mex) 、制造业就业 ( mem) 、人均收入 ( ipc) 、外国
直接投资 ( fdi) 、研发支出 ( rd) 、专利申请量 ( pa) 、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 cde)
8 个指标。最终的双重差分模型设定如下:

mavit = β0 + β1 treatedit + β2 timeit + β3 mapit + β4 savit + β5 mexit + β6 memit

+ β7 ipcit + β8 fdiit + β9 rdit + β10 pait + β11 cdeit + εit ( 6)

(四) 实证检验结果

我们利用马氏距离匹配后的数据和 DID对模型 ( 6) 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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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DID检验结果

2009—2012 2009—2013 2009—2014
1 2 3 4 5 6

constant 380． 4563* － 694． 2007＊＊ 380． 4563* － 733． 8705* 380． 4563* － 989． 1812＊＊

treated 176． 4182 － 53． 7218 176． 4182 － 81． 9571 176． 4182 － 25． 1604
time 102． 0401 － 54． 8344 129． 3697 － 53． 5851 155． 7021 － 72． 3299
map － 37． 3502 4． 7701 － 60． 67535 － 23． 6092 － 72． 9867 42． 4806
sav 0． 3643＊＊＊ 0． 3650＊＊＊ 0． 2612＊＊＊

mex 0． 7537＊＊＊ 0． 7728＊＊＊ 0． 5948＊＊＊

mem 7． 3203 6． 7843 18． 7562
ipc 1． 3181 1． 7966 1． 7527
fdi 0． 7546 0． 3912 2． 4634＊＊

rd － 8． 6295＊＊＊ － 8． 0921＊＊＊ － 5． 5922*

pa 0． 3089＊＊＊ 0． 2660＊＊＊ 0． 2219＊＊＊

cde 25． 3525＊＊＊ 28． 7050＊＊＊ 28． 4088＊＊＊

Ｒ2 0． 0148 0． 9629 0． 0139 0． 9674 0． 0142 0． 974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制造业回归”刺激了制造业的复苏，但考察时间略短，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归”政
策对经济的影响不稳定，在 2012 年和 2014 年对经济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中该政策在 2014 年
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制造业回归”政策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在
2012、2013 和 2014 三年中，制造业的复苏刺激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符合预期。同时，“制造业回归”政策与出口部门关系密切，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制造业的出口，
这也是政策取得效果的表现之一。
从“制造业回归”政策与研发支出、专利申请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系可以得出，受政策

影响的并不一定是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企业，成本寻求型企业也同样享有政策红利。“制造业回
归”政策对专利申请的正向显著影响，从侧面证明了技术创新驱动成为金融危机后复苏的主流
模式。从 2015 年美国制造业实际增加值前十位行业可以得出: 技术水平高的行业复苏较快①。
然而，“制造业回归”政策对就业影响不大。虽然欧美发达国家短时间内提高了制造业就业人
数，但其占比没有提升，对促进总就业效果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生产自动化与技术创新所致，
时薪越低，被自动化的可能性越大。同样影响甚微的包括国民福利水平和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说明“制造业回归”政策在短时间内尚未提高国民福利水平，而且外国直接投资也未因政策的
变化而改变投资策略。

五、结 论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实施了程度不一的 “制造业回归”政策。从全球化
到逆全球化思潮下，“制造业回归”政策一方面使欧美发达国家在实施该政策前后经济发展发生
了变化，另一方面又使该政策的实施国与未出台相应政策的国家产生了差异。基于此，本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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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欧美发达国家 “制造业回归”的效果，结果表明:
第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尚未恢复至金融危机前水平，一是由于考察恢复的时间较

短，二是金融危机给制造业造成的伤害较大，三是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处于制造业回流转型的关键

时期，总体恢复速度较慢。但是技术水平高的行业复苏较快，技术创新驱动成为复苏的主流
模式。
第二，“制造业回归”对经济的影响不稳定，该政策在短时间内未能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外

国直接投资也未因制造业政策变化而改变投资偏好。虽然发达国家此次 “制造业回归”剑指高
端制造，但是受该政策影响的不一定是技术水平高的制造业企业，成本寻求型企业也同样享有政

策红利。
第三，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虽然普遍实施了不同程度的 “制造业回归”政策，但目的和效果

却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均在短时间内提高了制造业就业人数，但其占比却未提升，对促进总就
业效果不显著。此外，受益于制造业复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出口取得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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